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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4—2018 年我国长三角地区 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 PVAR 模型､ MGWR 模型和空间可视化

方法剖析了旅游产城融合要素中旅游产业､ 城镇化与居民收入间的交互机理,并探究了影响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驱

动因素｡ 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 城镇化与居民收入间的两两交互均表现为短期内的互促影响关系,尚

未形成稳定的长期性互促效应｡ ②第三产业比重､ 人均外资金额､ 旅客周转量､ 建成区面积比重是长三角地区旅

游产城融合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③建成区面积比重与旅客周转量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影

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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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发展水平高低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水平的重要指标[1]｡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进程迅速,但发展质量却参差不齐,出现了不少游离于城市之外的“产业孤岛”,抑或缺乏产业配套而罕见人烟的

“鬼城”｡如何破解粗放式城镇化与过度产城分离带来的治理困境,推动城镇化朝着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的

和谐城镇化方向发展,已经成为实现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
[2,3]｡当前,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其产品供给类型的横向拓展及其功能空间的纵向延伸,日益彰显出强劲的综合带动效应[4,5],寓旅于城､以

城促旅,日渐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实现产城融合的重要手段[6]｡ 

当前,学界对于旅游产城融合关系的理论思考主要切入点源于20世纪90年代“旅游城镇化”概念的提出[7]｡随着多年来研究

的逐步深入,现有研究对旅游产城关系的分析,主要依托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定量统计方法[6,8,9],并融入

GIS 空间分析与可视化手段[10,11],从全国､省域与城市群等宏观区域尺度进行探讨｡同时,近年来部分研究也出现了微观区域转向,

开始从单一城市[4]､乡镇[12]､旅游景区[13]等小范围尺度展开分析｡此外,以定性视角展开的个案剖析也日渐成为探讨旅游产业与城

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重点｡此类研究多借助实地观察､访谈调研､扎根理论等方法,以农业遗产地
[14]､滨海旅游地

[15]､宗教旅游地
[16]

､典型旅游村[17,18]等微观区域为案例地梳理旅游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与模式｡虽然在个案定性分析上逐步开始注重探讨旅游产业与

城镇化间的作用协调机理,但是多数定量研究却仍停留于探讨旅游产城要素间的单一联系,而对要素间的作用机理剖析有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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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人”作为产城融合的关键要素,“人的发展”是其最核心的本质内容,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产､城､人

三者间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发展状态[19,20]｡从现有研究来看,当前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旅游“产”与“城”之间的关系探讨[21-23],

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在产城融合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不仅是旅游研究视角下缺乏对“人”在产城融合中作用的重视,更是

多数城镇化与产城融合研究中亟待深入探讨的话题｡当前仅有少部分研究从理论演绎或实证视角初步探讨了“人”在产城融合

中的作用[19,24],但也大多是围绕产､城､人三个维度间的静态分析,缺乏从动态视角梳理产城融合的内在作用关系[25]｡ 

本文选取旅游产业､城镇化､居民收入水平均居于全国前列的长三角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区域,利用 2004—2018 年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间的交互关系及其整体趋势

进行了分析,并借助熵权法､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及空间可视化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城融合的驱动因素展开了剖

析,以期为其他地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产城融合的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简称,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城镇

化整体发展质量高､内部城镇体系完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此外,长三角地区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城市文化旅游发展

具有突出特色,旅游产业创新融合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因此,选取长三角地区作为旅游产城融合的研究区域,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依据 2019年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规划范围囊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4省市全境｡因此,本文

采用此标准对长三角范围进行了界定,共包含41个城市,面积达 35.8 万 km2｡ 

长三角行政区划如图 1所示｡ 

 

图 1长三角研究区域 

1.2 指标说明 

旅游产业:旅游总收入直接反映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地区旅游建设成效的关键指标｡地区旅游总收入越高,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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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旅游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大｡本文在参考现有研究的基础上[26],采用旅游总收入占 GDP 比重作为衡量旅游

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记为tour｡ 

城镇化:对于城镇化水平的测算,以往研究通常使用单一指标法或综合指标法予以衡量｡综合指标法虽然涉及要素广泛,包含

城镇化多个侧面,但是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导致计算结果偏差[27],且目前在指标选取上也缺乏统一标准｡而单一指标法则是国

家统计局已公布的计算方法,采用城镇人口(非农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一般是指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本文采用单一指标法,

以城镇人口(非农业人口)占城市年末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记为urban｡ 

居民收入: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由诸多影响因素构成,而其中城镇居民经济收入不仅是满足生理需要,即改善吃穿住行最基本

的条件,也是满足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重要前提｡可以说,经济收入水平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实现

“城镇化中人的发展”的重要衡量要素｡因此,在参照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0,24],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居民

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并对变量取对数处理,以规避异方差和量纲问题,记为income｡ 

1.3 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 2005—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长三角各省份与地级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部分年份缺失数

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安徽省原地级市巢湖市于2011年被撤销,其行政区域分别划归合肥市､马鞍山市和芜

湖市管辖,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与研究需要,本文参照已有研究[27,28],按照最新行政区划进行了社会经济数据统计处理与地图可视

化分析｡ 

1.4 研究方法 

PVAR 模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是包含了固定效应的动态面板模型,无需对外生变量

和内生变量进行区分,可以将所有变量视为内生变量｡由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居民收入三者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影响关系,而

PVAR模型却可将所有的变量和滞后期考虑在内,将其视为一个内在系统以反映各变量间的互动关系[26],因此本文将依托PVAR模型

分析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间的动态作用关系,其模型结构如下: 

 

式中,i表示不同地市;t表示年份;Yit 包括 3个列向量,分别是旅游产业(tour)､城镇化(urban)和居民收入(income);γ0表

示截距项向量;P表示滞后阶数;γj表示滞后j阶的参数矩阵;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的变量;βt表示时间效应变量;εit表示随

机扰动项｡ 

MGWR 模型: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2017 年由 Fotheringham A 

S､Yang W 与 Kang W 等[29]提出,Yu H､Fotheringham A S､Li Z 等[30]和 Oshan T M､Li Z､Kang W 等[31]在 2019 年分别对该模型的统

计推断方法及在 Python 软件中的运算实现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与完善,使 MGWR 模型广泛应用于实证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该模型

相较于传统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其对于变量系数计算更为精确细致,更接近于模

型真实值｡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GWR模型虽然扩展了线性回归模型,运用局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不同区域的变量影响进行估计,但

是 GWR模型中对不同区域变量间却仍然是运用统一带宽进行计算｡而 MGWR模型正是对此进行了修正调整,对每个变量样本使用特

定的带宽,用以计算其空间作用过程的指标尺度,反映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随空间位置变化的影响,结果将更加符合实际｡考虑

到驱动旅游产城融合的相关因素涉及范围广,存在空间异质性的可能性大,因此本文采用MGWR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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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 为观测值;β0(ui,vi)为 i 点的回归截距项;(ui,vi)为第 i 个样本空间单元的地理中心坐标;βbwj 为回归系数,其

中 bwj 表示第 j个变量回归系数使用的带宽;xij为独立变量xj在 i样本空间上的值;εi为第 i个样本空间的随机误差项｡ 

此外,在 MGWR 模型的设定上,采用高斯函数(Gaussain)确定某一样本空间观测点到其他样本空间观测点的距离权重,利用赤

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分析模型自由度的差异,确定最优带宽｡ 

2 基于 PVAR 模型的交互机理分析 

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在对 PVAR 模型进行估计之前,需要对所用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直接对非平稳数据进行数据建模,易出现“伪回归”

现象,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本文借助 Stata15.0 分别对面板数据 tour､ 与 income及其一阶差分序列 Dtour､Durban 与

Dincome 进行 IPS 检验(异质单位根)和 LLC(同质单位根)检验｡可见,tour､urban 与 income 的原序列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拒绝变

量非平稳的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序列 Dtour､Durban 与 Dincome 均拒绝变量非平稳的原假设,由此可认为 Dtour､Durban 与

Dincome 为平稳序列,可以进行 PVAR 模型估计｡ 

2.2 最优滞后阶数确定 

为保证 PVAR 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应确定 PVAR 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本文根据 AIC､BIC 和 HQIC 准则,选择其最小值所在

的滞后阶数｡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 BIC 准则中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1阶,而 AIC 和 HQIC准则均表现为最优滞后阶数为 2阶,因此选

取 2阶作为 P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 

2.3 PVAR 模型估计 

为验证旅游产业､城镇化和居民收入3个变量间的短期因果关系,即短期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动态调整的过程,可建立

PVAR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构建的PVAR模型而言,需判定模型是否具备稳定性,若模型不稳定,则后续基于该模型的

相关分析则不具备有效性
[32]｡判定PVAR模型的稳定性,主要依照P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值进行判别｡如果所有根模倒数值小于

1,即根模位于单位圆内,则该PVAR模型平稳｡由图 2可知,本文所建立的 PVAR模型根模倒数值全部位于单位圆内,说明 PVAR模型

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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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VAR模型根模倒数值 

2.4 脉冲响应 

为更加清晰地描绘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变量间相互予以一个期限为10期

的标准差冲击,结果如图 3｡从图 3可清楚地看到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 

 

图 3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旅游产业(Dtour)与城镇化(Durban)的作用关系｡旅游产业对城镇化的冲击在前期呈现较为明显的正向效应,而后大弧回落,

直至趋于平稳｡这表明旅游产业在前期发展阶段对于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尤其体现在带动人口集聚的效果上,但在经过

一个快速发展期后,旅游产业对城镇化的作用逐渐从发展速度上的宏观推动转变为发展质量上的微观调控｡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

冲击;在冲击伊始呈现出正向效应,但随后迅速转为负向效应,并逐渐衰减趋于平稳｡这说明在城镇化的初期,其能有效推动旅游

产业发展｡而随着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带来的人口､土地与环境等问题,将一定程度阻滞旅游产业发展,但这种负向影响会随着城镇

化发展质量的提高而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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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Dtour)与居民收入(Dincome)的作用关系:①旅游产业对居民收入的冲击｡在初始期旅游产业对居民收入产生轻微

正向效应后,便迅速回归平缓,说明旅游产业发展初期可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但长期来看,旅游产业对居民收入的正

向响应效果较为有限｡②居民收入对旅游产业的冲击｡在前期居民收入对旅游产业具有负向效应,并在达到最低值后,逐渐趋于平

缓｡表明居民在收入情况初步得到改善时,多用于满足衣食住等物质生活的需要,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

满足后,旅游休闲等文化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才会逐渐受到重视｡ 

城镇化(Durban)与居民收入(Dincome)的作用关系:①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冲击｡在前期城镇化会对居民收入的冲击呈现一

个由正及负再回正的过程,且冲击很快便趋于平缓｡这说明伴随人口集聚带来的城镇化发展,其对提高居民收入的作用仅在短期

内体现,但是中后期随着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社会多元需求的出现,其已不仅限于对经济收入等居民物质生活产生影响｡②居

民收入对城镇化的冲击｡在冲击伊始迅速下跌为负向效应,但随后又再次快速转变为正向效应,并逐渐趋于平缓｡这表明居民收入

的提高最初并未明显促进城镇化发展,但随着居民收入达到相应水平后,一定程度会刺激人口集聚,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整体而言

正向效应渐微,且较快趋于平缓｡ 

2.5 方差分解 

本文主要利用方差分解进一步探究了各变量在相互冲击中产生的贡献大小,结果表明,旅游产业､城镇化､居民收入的方差贡

献率在全时段中都主要依赖于自身发展惯性,但三者自身的方差贡献率均会随着期数的增大而逐渐减弱｡除了自身方差贡献率带

来的影响外,三者的方差贡献率还呈现以下特点: 

在旅游产业的方差贡献率中,城镇化与居民收入的贡献率都在不断增大,全时段分别为(0—1.2486%)和(0—8.2838%),可看

出居民收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城镇化的贡献率,表明旅游产业受自身影响较大,居民收入提高对其影响次之,城镇化对其影响最

小｡在城镇化的方差贡献率中,旅游产业与居民收入的方差贡献率虽然都在不断增加,分别为 0.1628—0.6214%和 0—0.1617%,但

是整体影响不大,说明城镇化的发展主要还是源于自身的推动｡在居民收入的方差贡献率中,旅游产业的方差贡献率在前期出现

了轻微下降,但在后期又开始有所提升,整体在 1.179—1.4117%中浮动,而城镇化的方差贡献率在前期快速提高而在后期则提升

速度放缓,全时段维持在 1.8505—4.1997%｡总体来看,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相较旅游产业而言更加明显｡ 

3 驱动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取 

为了探究驱动旅游产城融合的主要因素及其空间影响关系,本文依据 2004—2018 年长三角地区各地市旅游产业､城镇化､居

民收入的相关数据,借助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出旅游产城融合水平评价指数并将其作为因变量｡具体做法为:将旅游产业､

城镇化､居民收入的原始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随后根据熵权法计算得出旅游产业､城镇化､居民收入在旅游产城融合水平评

价指数中的权重大小分别为0.591､0.313､0.096,最终依据权重相乘求和得出2004—2018年长三角各地市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综合

评价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参阅蒋天颖､华明浩和许强等的研究[33]｡ 

此外,在自变量的选取上,本文通过对旅游城镇化与产城融合相关研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6,20,34],并结合长三角的实际

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 2004—2018 年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外资金额､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旅客周转量､每万人在校

大学生数､人均邮政业务收入､互联网用户数､建成区面积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作为解释变量｡ 

为掌握各驱动因素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全局影响,本文基于 OLS 模型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进行了一般线性回归分析｡ 

通过共线性诊断发现,所有变量的 VIF 均显著低于 7.5,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达到回归分析要求｡可知,在 5%及以下显著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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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条件下,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互联网用户数两个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将其予以剔除｡最终检验结果共有 8 个因素对旅

游产城融合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可将其带入 MGWR 模型进行检验分析｡ 

3.2 MGWR 结果分析 

从以往研究来看,为了规避单一时间截面数据的片面性,本文通过将因变量与自变量分别取平均值[35],再将其带入MGWR模型｡

从 MGWR 回归分析结果(图 4)来看,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外资金额､旅客周转量､建成区面积比重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影响较大,是

主要的驱动因素｡ 

 

图 4 MGWR模型各驱动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从图 4b 看,第三产业比重的影响均为正值且空间差异较小,回归系数整体呈现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态势,表明第三产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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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有利于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第一､二产业而言,第三产业更加注重于发展的质量,是多数地区产业

转型升级的目标｡总体来看,长三角南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于北部地区,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长三角北部尤其是苏北､皖北地区

的调整潜力大于长三角南部地区｡在相同条件下,如长三角北部地区有意识地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提升会产

生更加明显的影响｡ 

从图 4c 看,人均外资金额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空间差异较小,整体数值呈现由南向北的递增趋势,表明人均外资金额对于旅

游产城融合水平的提高具有着正向影响,尤其在经济相对较弱的长三角北部地区,人均外资金额的带动作用更为明显｡从图4e看,

旅客周转量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其回归系数存在正负双向,不同地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来看,浙江

省､上海市和江苏省沿海地带为正值,而安徽省全省和江苏省部分内陆地市均为负值,尤其在皖西南与皖北地区数值达到最低水

平｡旅客周转量一定程度上是地区交通发展水平及游客流量的重要体现,而交通水平是一个地区经济开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

因此,对长三角地区的非沿海城市提高旅游产城融合水平而言,在交通建设与客流量提高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从图 4g 看,建成区面积比重的回归系数由正及负,其对旅游产城融合的空间异质性影响最为显著(回归系数变化范围最大),

正向影响最大的区域为苏北5个地市,负向影响最大的是皖南的安庆､池州､黄山3个地市｡这表明在长三角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市,

近些年来已开始由一味注重城市面积的扩张转变为在合理扩大城区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建设的质量,进而使得城市建成区的建

设能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在长三角经济相较不那么发达的部分地市,快速的城市建设扩张对于提高城市

发展质量并未起到积极效应,这恰与旅游产城融合要求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理念相背离,从而可能对旅游产城融合

水平产生负向影响｡ 

此外,其他驱动因素,包括人均 GDP(图 4a)､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图 4d)､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图 4f)､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图 4h)

的回归系数较小,空间异质性并不明显,是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辅助性驱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人均 GDP 与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在

长三角所有地市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均为负向影响,这似乎与常规认识相背离｡其中,人均GDP的对旅游产城融合的影响较小且为

负向影响,这与麻学峰与刘玉林[4]､邹德玲与丛海彬[20]对旅游城镇化与产城融合的研究结果相类似｡表明在经济可持续化发展的今

天,GDP 已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人们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实现社会､经济､人口､生态等诸多要素的有效协调,正成为未

来城镇发展的新方向｡此外,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对旅游产城融合呈现负向影响,说明邮政物流行业的发展并没有推动旅游产城融

合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因为长三角是我国物流业高度发达的地区,物流业的发展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边际效应已经趋于饱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间的交互关系及

其整体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借助熵权法､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空间可视化分析方法,进一步剖析了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城融

合的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如下:一方面,从交互机理看,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三要素间的交互影响关系均表现

为短期内的互促影响｡其中,旅游产业对城镇化的影响为正向,且影响幅度要大于城镇化对旅游产业的作用;旅游产业对居民收入

在短期内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居民收入对旅游产业发展在短期则表现出负向影响;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短期表现出正向影响,而居

民收入对城镇化的影响则经历了由正及负再转正的影响过程｡总体上,长三角各地市在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三要素的交

互影响中,其交互影响机理基本在短期内产生作用,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长期性互促机制｡另一方面,从驱动因素看,长三角地区

的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外资金额､旅客周转量､建成区面积比重是旅游产城融合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人均 GDP､人均地

方财政支出､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旅游产城融合的影响较小,属于辅助性驱动因素｡其中,建成区面积比重与

旅客周转量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回归系数正负值兼具,且变化范围较大,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外资金额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旅游产城融合水平提高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人均 GDP､人均邮政业务收入对旅游产城

融合水平则有负向牵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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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讨论 

在我国城镇化从注重规模速度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的关键时期,选择长三角地区开展旅游视角下的“产､城､人”交互机理研

究,并探究其融合的驱动因素,既可助推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也能为调控长三角旅游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由于旅游业作为综

合性产业,其与城镇化的交互融合､协同演进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当前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对指标体系进行界定｡本文对

旅游产城融合及其驱动因素的指标数据选取主要是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特定情况,并立足于已有相关研究做出的现实研判｡但因不

同地区旅游资源丰裕度､旅游市场发掘程度､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等都有所差别,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的产城融合模式也存在差异,

本文依据特定测量指标所得出的结论,其是否适用于其他同类型地区的旅游产城融合分析,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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